太平天国时期的丝绸业
周 德 华
吴江丝绸业在明末已相当繁荣，盛泽、震泽、成为江南著名的丝绸工商专业市镇，清康雍乾年间盛泽还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我国四大绸市。

咸丰三年（1853年）3月29日，太平军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其后移师南下转战于江浙各地。咸丰十年（1860年）下半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上半年，吴江属苏福省，盛泽划归嘉兴，都在太平军管辖下，社会秩序较为稳定，出现一派短暂的安定景象。此时正处于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政权修正了经济政策，改而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保护商业允许自由交易，使吴江地区的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得以持续发展。

据《盛川稗乘》记述，太平军当局在盛泽“设局抽厘，收捐极旺……自咸丰十年七月起至同治元年八月，二年略余银数十万之巨”。其时太平军乡官在盛泽曾开设天章机捐局，凡绉、纱、绸、缎、湖丝在镇经过者先抽用钱三分，然后再行纳捐，经盖上“天章机捐局”钤记始准销售。上文所指抽佣和纳捐，实质上是指货物税，其征收额较清廷为低，但就盛泽一地而言，二年零一个月积成数十万之巨，可窥知盛泽丝绸产销之兴旺。

除掉天平天国期间吴江地区的局势及秩序较为稳定外，另外还有一个外来因素刺激吴江丝绸业的发展。

1、 外围战争的影响
咸丰十年李秀成陈玉成等太平军将领破清军江南大营后，战事频仍。苏州、杭州、湖州等传统丝绸城市及双林、濮院、王江泾等丝绸城镇相继受创，轻则生产萎缩，重则毁损过半。咸丰（庚申）十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太平军沿江南运河挥师南下与清军鏖战，黄家溪绸市被夷为平地，王江泾（连同新杭）在“庚申之役，成为焦土。”[1]
盛泽镇东距运河十华里，非水陆要冲，更非兵家必争之地。庚申之役，避开了战争锋芒，虽有过境之兵，损失尚属轻微，仲浮山《盛湖志》稿本说：“居民房屋杂物等十伤其二。”同治《盛湖志》（后记）则记为“十之三。”，该志还记载太平军占领后，“贼目先来传伪谕令，设乡官，未受杀掠，……商民苟安……”《寇难琐记》亦有盛泽人“安堵如故，不遭兵燹”的记述。[2]
盛泽之相对安定使江浙商贾云集于斯，丝绸贸易基本未曾中辍，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将盛泽暂时归为浙江秀水县管辖，并“以盛泽为买卖街”，[3]开展交易活动。《花溪日记》亦有记述：“咸丰十年九月日间，上石（盛泽）及王广（江）泾二镇贼令开市出卖所掠物。”此年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呤利等人驾船经盛泽，后在其《太平天国亲历记》中目睹：“盛泽是一个巨大的商务中心……居房达五千户以上，商店鳞次栉比……。”

盛泽本身的繁荣和安定成为邻近地区避难迁徙人众的庇护所，外乡人纷至沓来，其中以浙北人士为多。民国《双林镇志》（卷三十二）记述：“咸丰十年，双林之有资者，尽至盛泽。”光绪《吴江县续志》记载同年：“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同治《盛湖志》陶葆廉序说：“庚申之难……。王江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者，无虑数百家。”盛泽人口的迅速集中不单纯反映在人口的机械增长上，应当说逃难人员中的大多数是富户，其中不乏丝绸富商和丝织工场主，如双林人多为丝商，后来形成盛泽丝行业中的双林帮，湖州人中除绸商外还有织工，他们将湖绉的织造技术带到盛泽。王江泾被毁后绸商行东及富有机户亦就迁往盛泽。如汪福昌绸行迁盛泽后发迹，改组为汪永亨绸行，至清末拥有资金六十万两，成为盛泽镇最大绸行之一。盛泽取代了王江泾绸市后，嘉兴、嘉善全境丝织品转而在盛泽上市，使盛泽绸市益见兴旺。

人口集中与丝绸商业资本积累同步进行，外来资本的加入使盛泽丝绸商业资本益见雄厚，绸商业渐由本地人垄断裂变为各帮派平分秋色，咸丰以后在绸商业中形成甬帮、徽帮、湖（州）帮、（洞庭）山帮及（南）翔帮等新帮系，每帮中都有实力强大的绸行为盟主。
2、 长江口开放影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海开埠，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生丝、丝经和丝织品成为主要出口商品，输出量与年俱增，如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44～1845年）经由上海出口的辑里丝（主要震泽、南浔两地所产）6433包，至咸丰六年（1856年）跃升到92160包。[4]吴江丝绸界适时应势转向外销。震泽丝商、盛泽绸商改变坐地待销局面，把销售触角伸向上海，实际上是丝市和绸市的外延。太平天国时期丝绸北运受阻，上海渐渐成为主要销售渠道。吴江东与青浦善接壤，水路交通虽时遭封锁，但河湖港汊密如蛛网，堵不胜堵，偷运渠道基本畅通。咸丰十年初，辑里丝输沪一度受阻，而外商需求殷切，呤利等二名英国人利用外交特权直接驾汽船驶往吴江境内代西欧洋行收购，货值四万两，历时三周满载而去。[5]
咸丰十年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携手合作，在上海成立跨省行会组织——江浙丝经同业公会，设丝栈驻沪，并由湖丝船装运生丝及丝经抵沪。

与此同时，盛泽的绸商掮客亦接踵到申江设庄布点，开拓外洋及闽广贸易。成为上海绸布交易活动中的“盛泽帮”。吴江丝绸商人涉足上海商事活动是上述两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除咸丰三年初苏州局势吃紧，对盛泽有所影响而外，[6]丝绸生产和贸易总的说来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害。相反，因周围地区丝绸生产和贸易的萎缩，促成吴江丝绸业的繁荣，在客观上是因祸得福的受益者。

吴江与周围传统丝绸城市（镇）在战争期间的不同遭遇导致了此涨彼落的地区差异，其滞后影响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十分明显，如1880年江海关官员E-·罗契实地调查，该年盛泽地区拥有织机8千台，年产绸90万匹；而其它主要丝织城市虽在复苏之中，其规模逊次天盛泽，如苏州（包括唯亭）为织机5500台，年产86940匹；杭州织机3000台，年产71650匹；湖州织机4000台，年产204000匹[7]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光绪年间，盛泽设捐局兼统震泽厘务，以丝绸为大宗，而“盛泽镇厘局计之，岁可十万余缗”。盛景不减当年。
咸丰十年、十一年太平军先后占领苏、杭州，苏杭织局相继停歇。后经战争，江南各织局几乎毁坏殆尽。如江宁织局“片瓦无存，机具亦尽毁失”。苏州织染、总织两局房屋机张器具及花本等项件件遭毁失无存，匠役随亦星散。[8]杭州织局则“匠役死伤无数，机张尽毁，衙署册档案卷等尽遭残损”。[9]次年，外织局又“俱毁于兵。”

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虽力图恢复江南各织局，但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财力拮据，难复旧凡。至同治初年，江南各织局的织机和匠役平均仅及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左右，无法与战前同日而语。于是在生产方式上改而采用局织与市买相结合的方式，以满足大量宫廷缎匹之需，实质上是间接接雇用民机生产。某些情况下在产地定购，其生产成本还低于局织。

根据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江宁织局择机定织的地域和缎匹种类大体上是：盛泽为杭细、彩绸、素丝坊、串绸、熟绢、熟罗等；杭州为串绸、大小卷江绸、大小卷春罗、线绉、袍卦料、杭宁绸、春纱、春罗、库纺、库纱等；苏州为花春绸、彩绸、纱等；湖州为湖绉；镇江为宫绸等。定购的绸品中以彩绸、杭细和素丝纺为大宗，地域上以盛泽最多。”如光绪六年，江宁织局采购的杭细一百匹、彩绸六十匹、素纺丝七百八十匹，全部来自盛泽。光绪二十三年该局又在盛泽定织素纺丝八百疋，杭细八百四十匹，绉熟罗二十匹。

苏杭两织局亦类同，如同治九年，苏省牙厘总局称，“卑局所辖盛泽镇为绸绫出产之区，凡各织造衙门奉办大运及部派绸绫物料在盛采办者甚多。除江宁织造向系咨请宪局转饬验放外，其余苏州杭州织造办运物料，历奉径行札饬卑局验放”。[10]
光绪二十二年，苏州织造衙门曾为“恭办丙申赶运需用物料谕饬库吏顾宝衡等即赴盛泽购办素绫二百五十疋，素纺丝二百五十疋”。同年，又“奉内务府派办大驾卤薄内应用各色纺丝六百匹、绫二百匹、杭细六百匹，现派经书、严诒谷等前赴盛泽照数织办装运回苏”。

江南织造到盛泽择机定织不仅扩大了盛泽丝织业的生产规模，由于定织绸缎用于宫廷庆典，质量要求甚严，促进了盛泽织造染整技艺的改进提高，也使盛泽绸产的声誉大增。客观上也是太平天国时期对吴江丝绸业的后续影响。

附：光绪年间江宁织局到盛泽采购缎匹数量表
（不完全统计）  单位：匹

	品名

年份
	杭   细
	彩   绸
	串   绸
	素 纺 丝

	光绪三年
	80
	133
	
	510

	六年
	100
	60
	
	780

	十年
	400
	100
	
	600

	十三年
	600
	700
	
	1000

	十四年
	
	700
	
	200

	十七年
	1260
	700
	
	1600

	十九年
	200
	700
	
	

	二十年
	500
	1000
	
	

	二十一年
	300
	
	100
	100

	二十二年
	200
	
	100
	700

	二十三年
	840
	
	
	800

	二十四年
	400
	800
	
	

	二十五年
	1540
	800
	100
	1540

	二十六年
	200
	
	100
	400

	二十九年
	880
	
	
	980


（本表材料取自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范金民所撰《清后期江南织造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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